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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加坡這個位於東南亞的國家，與台灣有許多相似之處，二者同樣是海島型國家，同樣是個移民社會，惟其國內的種族組成份子較台灣更為複雜而多樣，在其獨立建國四十年後的今天，人們看見的是其國內各族群之間的和睦相處，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實則在繁華安定的背後，有賴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逐步的把沒有資源、腹地的小島，帶向成功發展之境，尤其在面對國內多樣的族群以及周邊鄰國強大的回教徒勢力，使得這個以華族為主的孤島國一路走來，備極艱辛，即使因此造就了全民以有限的自由換取國家安定的治國理念，其處理國內複雜的種族問題值得令人探究與學習，而其成功的族群政策經驗值得我們參考借鏡，作為我未來族群政策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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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族群協和政策之研究

1、 前言
(1) 研究緣起與目的

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早在明、清時代，就有不少來自閩南及客家的先民移民於此，從事開墾；其後國民政府戰敗，有大批外省子民隨著政府遷移來台，期待有朝一日能重回故土，落腳台灣係屬無奈；近十餘年來，來自大陸及東南亞的外籍新娘，為追求更好的生活，遠嫁台灣，隨著後代子孫的繁衍，這些新住民已經形成台灣新興的力量，再加上原本居於島上的原住民族，建構了台灣多元族群的社會。

隨著時代的遞嬗，台灣的族群問題在各階段各有不同。早期的台灣社會，族群間的衝突和嫌隙，係發生在閩南與客家、客家與原住民之間的械鬥；在國民政府退守統治台灣以後，帶來另一波所謂「本省與外省」的族群鬥爭，同時在威權的統治下，實施單一語言、文化政策，繼而影響台灣島上許多族群的文化發展，形成族群隔閡與相互不瞭解。解嚴後，台灣社會逐漸邁向民主與開放，族群意識也逐漸抬頭，為保障各族群的生存與發展，在我憲法新增條文中明定多元文化為基本國策，政府也成立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客家委員會，以協助弱勢族群的文化保存及發展工作，然而隨著社會的益發自由與開放，各式各樣意識型態充斥著社會，在政權的爭奪戰中，族群問題的操弄常成為最便捷的手段，無形中加深了族群的衝突與矛盾，成為台灣發展的隱憂。

新加坡這個位於東南亞的國家，與台灣有許多相似之處，二者同樣是海島型國家，同樣是個移民社會，惟其國內的種族組成份子較台灣更為複雜而多樣。然而這個國土面積只有台灣六十分之一大小，擁有三百五十萬人口的都市國家，在獨立建國四十年後的今天，人們看見的是其國內各族群之間的和睦相處，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其成就讓世人刮目相看，顯見其處理國內複雜的種族問題，自有一套經營邏輯，而其成功的族群政策經驗值得我們參考借鏡，作為我未來族群政策的重要參考。

(2) 研究經過

筆者係以訪問學人的身份前往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進行研究，期間自2005年7月1日至12月29日，運用該校的圖書館蒐集相關資料及書籍，以文獻探討的方式進行，而研究期間寄宿於新加坡人的小家庭中，讓筆者有機會可以實地參與及觀察當地人民的生活，由於社區是各種族群混居的型態，在一些公共設施中，如庭園、游泳池、網球場、健身房、烤肉區以及兒童遊樂場等，都可以觀察到各族群互動的情形，有助於了解該地多元文化的真實面貌，而社區的飯館，更是匯集了多元族群的各式料理，展現族群融合的景象。今年(2005)年適逢新加坡建國40週年，八月九日的國慶日全島展開為期一週的熱烈慶祝活動，而下半年的十一月適逢馬來人及印度人的重大節慶(Hari Raya Puasa 以及 Deepavali)，相當華人的過年，政府將之定為國定假日，也讓筆者有機會一睹不同文化的慶祝活動，更深入的了解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特色。惟一可惜的是，筆者原本期待參訪新加坡各族群的原始部落，以了解其對傳統文化的保存情形，包含其間客家人文化的發展狀況，卻因新加坡政府為改善居民住屋環境，同時增進群族間的互動與融合，已將舊有的社區完全拆除改造，在政府規定組屋各種族的居住比例下，目前在新加坡社會已經找不到單一種族的社區；至於客家人在此地只算少數,在政府大力整合華人社會之際,華人社會的各族群並無發展空間，雖然有相關客家會館的存在，但對於發揚客家語言及文化並無實際的作用與功能，因此筆者只能走訪政府為招徠遊客所重新規劃的「古蹟」景點，以了解該地各族群以往的生活梗概。

由於出國前行程匆匆，未及辦妥簽證，筆者係以免簽證的方式進入新加坡，依規定得於入境之後一個月(30天)內辦妥延長入境期限(social visit pass)，原本期待校方可以代為提出證明並申請，不過校方對於筆者官方的身分顯得有些顧忌，在擔任保人上顯得十分遲疑，其後經我駐外館宋副組長申武及洪教授鎌德等人的協助下，另覓保人加以提出申請，惟新加坡移民局保留核准的權利，每次申請只核予一個月的延長期限，在有效期間截止前，仍需提出申請加以續延，雖然多了許多行政手續，仍然順利解決居留問題。

另，筆者在新加坡研究期間，承Susan小姐一家人的熱心照料，及解決日常生活諸多瑣碎事宜，使得筆者得以順利完成研究任務返國，謹在此一併誌謝。
(3) 研究報告架構

本研究報告計分五章，其主要內容如下：第一章緒論主要包括研究緣起與目的、研究經過與方法、及本報告之架構；第二章探討新加坡的歷史背景，包括建國史、社會、經濟及政治概況；第三章說明新加坡的多元族群的政策，及其執行情形；第四章說明新加坡多元族群政策的檢討；第五章為研究結論、心得與建議。
2、 歷史背景

(1) 建國史

1、 英國殖民時期

新加坡位於馬來半島的最南端，北隔柔佛海峽與馬來半島相隔，南隔新加坡海峽與印尼的蘇門答臘相望，西面可經由麻六甲海峽通往印度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英國殖民以前，新加坡只是小漁村，是柔佛帝國的屬地，早期稱為獅城，一度以海盜聞名。19世紀初，英國為擺脫法國及荷蘭的威脅，極欲在東南亞建立基地以擴展印度及中國的貿易，新加坡位於太平洋及印度洋的要塞，其絕佳的地理位置正符合英國的需求，1819年英國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ndford Raffles)登入新加坡，積極開發新加坡，揭開了新加坡近代史的序幕。

新加坡開埠之初，是作為印度東印度公司的商業前哨，其後與麻六甲、檳榔嶼合併為海峽殖民地，歸東印度公司管轄。1857-1858印度發生叛亂，東印度公司衰敗，在新加坡商人的遊說下，1867年新加坡改歸英國政府直接管轄。19世紀的英國已崛起為全球第一大強國和東南亞的海上霸主，而新加坡便是英國在東南亞擴張勢力的總部，由於新加坡的特殊地理位置，除了具有經濟意義外，也深具戰略價值，在英國的開發及建設之下，新加坡逐漸成為一個繁榮的商埠。
2、 日據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僅費十週即征服英屬馬來西亞(含新加坡)，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投降，並更名為昭南島，接受日本統治，這個結果對新加坡人造成很大的衝擊，他們從未想過他們倚賴甚深，且曾經是世界強國及海上霸權的英國，竟然如此不堪一擊！1945年9月12日，隨著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被擊敗，結束了暴虐殘酷的日本政權，英國重新接收原有的殖民地，人們以歡悅和舒暢心情歡迎英人的重返，然而，白人優越的神話已經永遠破滅了! 在戰爭中成長的一代新人，下定決心，除了新加坡人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管轄新加坡，唯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建設及創造自己的未來。
3、 尋求加入馬來西亞聯邦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新加坡便朝著人民自治的方向努力，經過多次與英方接觸談判，終於在1958年得到英國的支持與首肯，並於1959年舉辦自治邦選舉，結果由人民行動黨獲得大勝，由該黨領袖李光耀負責組閣，並於同年6月3日成立自治邦。

新加坡沒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沒有耕地，甚至飲用水也十分不足，他擁有的優勢是絕佳地理位置以及良好的天然港，因此，唯有與馬來西亞合併建國，才能使這個商業小港擁有廣大腹地，作為進一步經濟發展的基礎，這是李光耀等執政人士的一致想法，不過，當其時共產成員滲透於各個組織，他們認為加入馬來亞聯邦，將不利於建立一個共產統治的社會，於是製造許多紛爭加以阻撓。最後，在1962年9月1日，新加坡舉行境內公民投票，結果多數人民認同執政黨(人民行動黨)所提出與馬來西亞的合併方案，在眾人的努力以及馬來亞執政黨釋出善意之際，終於在1963年9月16日與馬來亞、沙勞越及沙巴，合併成立馬來西亞聯邦。

4、 獨立建國

加入馬來西亞聯邦後的政局並不穩定，馬來西亞政府對新加坡這個以華人居多的社會深感威脅，認為族群平等發展將會危害到原住民族(馬來人)的利益，堅持不願讓華人介入馬來西亞的政治範籌，極力維護馬來人的傳統優勢，造成種族的極度緊張，於是1964年爆發嚴重的種族衝突事件，導致32人死亡，562人受傷。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由於不同的社會，種族及政治生態，以及對國庫歲收上及共有市場上的抱持歧見，都加深了彼此的懷疑及衝突，在雙方政府難以取得共識之下，新加坡於1965年8月9日被迫退出馬來西亞聯邦，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2) 社會狀況

1、 移民社會

新加坡是個移民社會。在英國殖民之前，島上居民約莫一千人，包括以海為生的沿海居民及少數的馬來人與華人，1819年萊佛士登陸後，採取開放政策，將新加坡建設為一自由港，於是吸引了大批移民人潮到此從事商業活動，包括來自馬來半島、印尼、麻六甲、檳榔嶼、印度、中國及歐洲等各國人士，這些移民人口，初期以馬來人居多，自1836年後，華族人口已超越馬來人，成為第一大族，此後各種族的排序大致不變，華人最多，其次為馬來人、印度人及其他種族，到了1911年之後，在人口統計上華人所佔的比例更高達7成以上，成為新加坡的優勢群族。
表1 新加坡種族人口數及比例變化表(單位：千人)

	西元年
	華人
	馬來人
	印度人
	其他人種
	總人口數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1824
	3.3
	31
	6.4
	60
	0.8
	7
	0.2
	2
	10.7

	1836
	13.7
	46
	12.5
	42
	2.9
	10
	0.8
	3
	30

	1849
	18.0
	42
	17.0
	40
	6.3
	15
	1.6
	3
	42.9

	1860
	50.0
	61
	16.2
	20
	13.0
	16
	2.5
	3
	81.7

	1871
	54.6
	58
	26.1
	28
	10.3
	11
	3.8
	4
	94.8

	181
	86.8
	63
	33.0
	24
	12.1
	9
	5.9
	4
	137.7

	1891
	121.9
	67
	36.0
	20
	16.0
	9
	7.7
	4
	181.6

	1901
	164.0
	72
	36.0
	16
	17.0
	8
	9.8
	4
	226.8

	1911
	219.6
	72
	41.8
	14
	27.8
	9
	14.2
	5
	303.3

	1921
	315.2
	75
	53.6
	13
	32.3
	9
	17.3
	4
	418.4

	1931
	418.6
	75
	65.0
	12
	52.5
	9
	21.6
	4
	557.7

	1947
	729.5
	78
	113.8
	12
	71.9
	8
	22.9
	2
	938.1

	1957
	1090.6
	75
	197.1
	14
	129.5
	9
	28.8
	2
	1445.9

	1970
	1579.9
	76
	311.4
	15
	145.2
	7
	38.1
	2
	2074.5

	1980
	1787.8
	78.3
	328.7
	14.4
	143.4
	6.3
	22.2
	1
	2282.1

	1990
	2089.4
	77.7
	380.6
	14.1
	191.0
	7.1
	29.2
	1.1
	2690.1

	2000
	2505.4
	76.8
	453.6
	13.9
	257.8
	7.9
	46.4
	1.4
	3263.2

	2004
	2650.1
	76
	479.3
	13.8
	293.1
	8.4
	64.3
	1.8
	3486.9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 多元種族與信仰
為治理這些大量移民人潮及防止各種族的衝突，萊佛士採取種族隔離政策，將移民分為華族、馬來族、印度族及其他(簡稱為CMIO)四大族群，分區而居，互不干擾。然而在這四大族群下尚有其次級族群，例如華族人口中包括福建人、潮州人、廣東人、客家人、海南人、上海人以及中國其他省籍者；在馬來人中，則有波亞尼人(Boyanese)、爪哇人、布吉人(Bugis)、巴達人(Batak)、岷昂卡巴(Minangkabau)和馬來半島的原住民等；印度人則包含淡米爾人(Tamil)、馬拉亞力人(malayales)、特列古人(Telegus)、旁遮人(Punjabs)、班加力人(Bengalis)及辛海力人(Singhales)；至於其他則為三大族群外的其他人種，包含了早期英國人或歐洲人的後裔、歐洲人和亞洲人的混血，俗稱歐亞混種人(Eurasians)，以及菲律賓人、猶太人、阿拉伯人、日本人等，統歸為其他族，惟人數不多。這些不同的次級族群，也各自擁有獨特的語言、宗教及文化，更加深了新加坡種族的複雜性。在萊佛士分區治理的政策下，各族群形成自建社區，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族群間的歧異也越來越顯著，加上彼此語言、宗教、習俗、文化及生活習慣的不同，造成新加坡多元種族的社會。
表2  華族方言分布情形1980年(百分比)

	福建
	潮洲
	廣東
	客家
	海南
	福州
	上海
	其他

	43.1
	22.0
	16.5
	7.4
	7.1
	1.7
	0.8
	1.4


資料來源：Andreas Ackermann 1999。
表3  印度方言分布情形1980年(百分比)

	淡米爾 (Tamil)
	馬拉亞力 (malayales)
	旁遮 (Punjabs)
	其他

	63.9
	8.1
	7.8
	20.2


資料來源：Andreas Ackermann 1999。
表4  各種族之宗教信仰1980，1990，2000(百分比)

	
	1980
	1990
	2000

	華族

	基督教
	10.7
	14.1
	16.5

	佛教/道教
	72.6
	68.0
	64.4

	無
	16.3
	17.6
	18.6

	其他
	0.4
	0.3
	0.5

	馬來族

	伊斯蘭
	99.6
	99.7
	99.6

	無
	0.1
	0.1
	0.1

	其他
	0.3
	0.2
	0.3

	印度族

	興都教
	56.5
	53.2
	55.4

	伊斯蘭教
	21.8
	26.3
	25.6

	基督教
	12.5
	12.8
	12.1

	無
	1.0
	0.8
	0.6

	其他
	8.2
	6.9
	6.3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3、 分歧的華人社會

早期社會，依據移民時期的先後與時間的長短，華族又可分為海峽華人(Straits Chinese)及新進的移入者。前者移入時間較長，受英語教育，不乏前往英國劍橋、牛津大學深造者，有較高的生活水平，較為關心在地的政治活動及馬來西亞地區的未來發展，由於通曉英文，也較受到英國執政當局的倚賴及重用，其中十分特別的是巴巴人(Baba，是對男性的稱呼、Nyonya，是對女性的稱呼)，由於移入時間甚早，他們與在地的馬來人通婚，在生活及文化上產生混合現象，其所繁衍的後代，主要以馬來語為母語，形成一種不同於中國及馬來的特殊文化。

而新近的移民者，則包含來自中國內路各地的人士，其中以來自福建者居多，其次為潮州、廣東、海南及客家，這些大多數是身無分文和目不識丁的單身勞工，他們本意是為了賺錢，希望有天能榮歸故里，因此較關心實際的生活，透過宗親會、同鄉會、商會等組織來管理他們本身事務，並注意中國的政發展，在  國父孫中山革命期間，這裏的華僑協助募款，熱心的給予金錢資助，心繫祖國的景況可見一斑。這兩派人馬無論在生活、語言及意識形態上都截然不同，形成華族社會中明顯的二大派別，前者組成海峽華人英國協會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簡稱SCBA)，後者成立新加坡華人商會(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簡稱 SCCC)，各自為其社群爭取權益，追求發展。

不過，隨著政府推行以英語教育以及國內經濟的成長，海峽華人及新近華人的分野已逐漸泯滅。
4、 社經地位的差異
在殖民時期，新加坡的主要經濟活動皆掌握在華人手裏，不過在英國政府強調以英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的要件下，華人社會中受英式教育的人遠比受中式教育者有更好的機會從事較高等的工作。

表5  族群內的職業分佈差異1990年(百分比)

	職業別
	總計
	華族
	馬來族
	印度族
	其他

	教授及技術人員
	15.7
	17.6
	10.1
	12.1
	9.2

	經理及行政人員
	8.2
	9.6
	0.8
	0.8
	8.6

	神職人員
	13.3
	14.0
	15.8
	15.8
	2.3

	行銷人員及服務業
	13.2
	14.0
	14.1
	14.1
	7.8

	農漁業
	0.3
	0.3
	0.3
	0.3
	0.0

	製造業及其他相關
	43.8
	38.4
	55.3
	51.3
	75.3

	其他
	5.4
	6.0
	3.5
	6.1
	1.8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Andreas Ackermann 1999。
在四大族群中，馬來族的社經地位最為低落。在早期，馬來人大都是從是非技能的勞動的工作，例如漁夫、司機、運輸工人、清潔工、私人警衛等，在工業化後，情況更趨明顯而嚴重，一方面，他們已經無法依賴傳統的職業謀生，如漁業，另一方面，由於馬來人普遍缺乏努力的工作精神，在華人眼裏，他們不進取、懶惰、教育水準低，因此在可選擇的相同條件下，大都不願僱用馬來人，更加深了馬來人經濟地位的惡化，而政府所採行的功績主義(meritocracy)，只是讓馬來人在落後的基礎上更不具競爭力。四十年來，新加坡的社會進步，國民所得提高，當然也帶動了馬來人的生活水準，不過在整體的社會結構中，馬來人仍是最為落後的一群，這種不均等的發展，引起馬來人的不滿，認為政府忽略原住民的權益，而其他群族也認為馬來人是經濟負擔的問題人物，無形中造成族群緊張關係。

印度族群的經濟地位係介於華人及馬來人之間，英國殖民時期，多從事勞役與低收入工作，二次戰後，印度族積極參與政治與經濟活動，因此權力與財富膨脹迅速，其教育及低收入的問題主要在淡米爾人身上，其他非淡米爾族的印度人，其社經地位並不亞於華人。不過印度族群是少數民族，面對此種情況，淡米爾人可能透過其族群菁英，要求人民行動黨改善其社經地位不平等問題，也有可能以悲觀的態度，遠離新加坡。

表6  四大族群間職業分佈之比較1990年(百分比)

	職業別
	總計
	華族
	馬來族
	印度族
	其他

	教授及技術人員
	100.0
	82.7
	7.3
	6.0
	3.4

	經理及行政人員
	100.0
	86.6
	1.2
	5.2
	6.9

	神職人員
	100.0
	78.1
	13.6
	7.1
	0.7

	行銷人員及服務業
	100.0
	78.6
	12.2
	7.7
	1.4

	農漁業
	100.0
	89.6
	10.4
	0.0
	0.0

	製造業及其他相關
	100.0
	64.9
	14.4
	9.2
	11.4

	其他
	100.0
	81.5
	7.3
	8.9
	2.2

	總計
	100.0
	74.0
	11.4
	7.8
	6.6


資料來源：Andreas Ackermann 1999。
5、 早期社會的動盪與不安

新加坡的早期社會，包括英國殖民期一直至建國初，社會的動盪源來自於共產組織及零星的族群衝突事件。

1930年馬來共產黨(Malayan Communist Party，簡稱MCP)在新加坡成立，他們組成份子大部分為華人，在二次大戰期間，他們協助中國反抗日軍的侵略，與中國關係密切。在日本佔領期間，馬來共產黨組成馬來人民抗日軍(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簡稱MPAJA)，以叢林為據點，展開游擊戰，英國政府雖厭惡共產黨的作風，不過仍與之合作，協助軍事訓練，希望藉此驅逐日軍。日本戰敗後，共產黨意欲奪取政權，一面以反殖民為口號，追求獨立建國，另一方面以窮困的華人勞工為對象，策動罷工以爭取福利，另外也利用華校學生的愛國情操，鼓動學生靜坐抗議，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1948年英國政府宣佈馬來共產黨為非法組織，全面禁止其於國內活動，於是共產組織變成地下化，並參透各個組織，以合法掩護非法，繼續從事破壞活動。在新加坡獨立後，政府於1969年通過二個法案，包括工業關係法(The Industrial Relations Act)以及勞工法(The Employment Act)，前者禁止聯盟團體罷工，所有的任用及裁減勞工的爭端交由勞工部裁決；後者規定勞工的任用、裁員、工時、假日、加班福利等，藉以解決勞工問題，削減激進份子的活動。

在早期的多元社會中，華人社會幾乎與共產黨畫上等號，是動盪的來源，這也使得獨立建國後的執政黨，對華人社會以極為謹慎的態度加以處理，惟恐華族的沙文主義作大，造成社會不安。

在種族衝突方面，相較於臨近諸國，新加坡的社會尚稱安定，但由於英治時期，各族群彼此互不往來，缺乏了解而存在許多偏見，所以曾發生多次重大種族衝突，較為嚴重的為1950年的瑪莉亞 (Maria Hertogh)事件，起因於荷蘭的生父母與馬來伊斯蘭教的養父母，共同為爭奪其監護權而起，結果造成18人死亡，173人受傷；以及1964年的華巫衝突，發生在先知穆罕默得的誕辰紀念日，馬來人的遊行隊伍與華人發生爆動，新加坡政府認為是馬來西亞執政者惡意煽惑所引起的種族衝突，造成32人死亡，562人受傷。

(3) 經濟發展

新加坡幅員狹小，缺乏天然資源，英國殖民時期，主要是倚賴轉口貿易，包括經營錫、橡膠及當地相關產品，但經營權幾乎在歐洲人士的手中，中國人則掌握次要產物如香料及椰干等，其貿易範圍除了馬來半島，還包括婆羅洲及荷屬東印尼，其後因婆羅洲、蘇門達臘及東爪洼發現石油，新加坡良好的地理位置及一流的設備及服務，使其順理成章地成為該地的油料補給站，更加活絡該地的經貿發展。

在新加坡獨立不久，國內面臨很高的失業率，政府立即當機立斷地將過去進口代理工業(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的經濟模式轉換為出口導向工業(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善用其優越地理位置及天然海港的特性，加上先進的設施及完善的設備，倡導自由貿易，吸引國外投資及設立工業區，使新加坡的人力資源與國外投資緊密結合，在政府有計劃的推動下，成功地促進國內經濟的成長，不僅解決國內失業問題，也使得新加坡成為國際著名的繁華商業港，不僅是世界最繁忙、吞吐量最大港口之一，同時也位居東南亞工商輻輳之地，集航運、金融及電訊通訊等商務的中心地位。

在新加坡經濟發展後，為解決勞力不足的現象，政府利用與印尼及馬來西亞毗鄰的區域建立勞工商業區，鼓勵企業在該地設立工廠，但總部仍設立在新加坡，亦即利用較為低廉的勞工從事生產，解決勞力問題，節省成本。此外，為減低區域性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政府也強調商業的多樣化，鼓勵產品的多樣化的生產與發展，以及貿易對象的多元化，使國內產品避免集中於單一產品的製造，或者是單一區域的貿易，以分散風險，同時強化金融及商業的服務，因此，現今新加坡的主要貿易國，包括日本、馬來西亞、香港、泰國、澳洲、西德及美國，而出口貨品上也十分多樣，包括電腦、電子儀器、機械工具，醫藥器材及精密工業等，這些措施，使得新加坡的經濟更為堅韌而茁壯。

(4) 政治體制

新加坡的最高行政首長為總統，由國會推選，任期四年，為虛位元首，不具政治權力，但於1991年修憲通過，總統改為民選，任期六年，並賦予預算否決權、官員任命權、監督政府內部安全法、宗教和諧法的執行、以及對貪污案件的調查權力。

新加坡總理是全國最高行政首長，由國會的多數黨黨魁擔任。國會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採一院制，為使各族群都有代表進入國會殿堂，自1988年起，引進團隊國會議員(Team Members of Parliament)制度，依據選區選民人數的多寡，由各政黨推出4至6人為一團隊組合，規定每一團隊組合需包含至少一位少數民族，經人民投票後，由得票最多的團隊獲得該選區的全部席位。
為使國會內存在超黨派的意見，1990年又提出官委議員(Nominated Members of Parliament 簡稱NMPs)制，即由政府指派議員，在國會特別選擇會議(Special Select Committee of Parliament)的推薦下，總統可指派六位社會賢達人士擔任官委議員，讓不加入黨派的社會菁英能在國會內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人民行動黨(People Action Party簡稱PAP)是新加坡的執政黨，成立於1945年，由李光耀所領導，起初組成份子包括受英式教育的中國人及共產主義份子，然而二派人馬在政治理念上有所不合，共產主義慣採激進的手段，造成社會不安，引起英式教育的華族菁英的不滿，在1957年二派人馬產生極度衝突，造成分裂，人民行動黨從此由受英式教育的菁英掌握大權，其後於1968年國會選舉，PAP獲得全勝，成為國會獨大黨，奠定其不可撼搖的執政地位，四十年來，其有效的執政魄力及獨到的眼光，一直帶領著新加坡人民向前邁進，功不可沒。

3、 族群協和政策

(1) 族群和協政策的訂定

1、背景

新加坡土地狹小，不具備任何天然資源，在歷史發展上，無論人民與政治，與馬來半島有著極大的淵源，因此極力尋求與馬來西亞合併。初期李光耀以建立「馬來人的馬來西亞」為號召，爭取合併建國，然而新加坡高達7成以上的中國人口深深威脅大馬的馬來人，在合併建國後二年，終於還是被迫退出馬來西亞，成為真正的獨立自主國家。在違背理想、倉惶建國之際，新加坡政府肩負國家生存的重責大任，如何重新訂位，建立屬於新加坡的國家認同成為當務之急，而維持族群和諧，以促進社會安定及經濟的發展，也成為不可忽視的目標。

獨立建國後的新加坡，國內華人雖為多數，但在該地域(包括馬來西亞及印尼)華人只是其中的少數，這使得新加坡族群問題的處理顯得格外引發關注；馬來西亞不容許新加坡境內的少數馬來人受到欺凌或不公的對待，甚至揚言採取斷水措施作為強烈的報復行動；而在與馬來西亞合併期間，印尼所採取的對峙(confrontation)報復，不斷地在國內進行破壞活動，也使新加坡政府強烈意識到自身武力的不足，在強鄰環侍下，其族群關係的緊張可見一班，這使得新加坡執政黨在處理族群問題時格外謹慎與小心，深怕引發國際衝突，而維繫國內及國際間的族群和諧關係也成為立國之初族群議題的最高處理原則。

2、族群協和政策的基本架構

多元族群建國的方式不外採取同化模式，差別模式與多族群併存的多元文化模式來處理境內多種族的問題，新加坡政府認為同化及差別模式不免犧牲少數民族的文化，淪為次等公民，唯有採行多元文化併存的模式，才能確保各族群擁抱各自的文化，在社會上公平競爭與發展，這與PAP執政黨於當初尋求與大馬合併時所提出的族群主張並無不同，事實證明，在新加坡特殊的地緣政治考量下，此舉既保障馬來人的少數地位，也不過度擴張中國人的地位，的確是避免種族歧視，消弭族群緊張的最佳方式。

新加坡的族群政策為：在國家認同的前提下，保障多元種族的認同與發展。政府承襲英國殖民時期的分類，將境內種族分為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及其他四大種族，各族群可分別保存及發展其特有之語言、宗教等方面及文化，並建立其族群認同。在政府官方模式的理想狀態是每一族群分別有其相對應的文化、語言及宗教，例如華族=中華文化=華語=華人宗教；馬來族=馬來文化=馬來語=回教；印度族=印度文化=淡米爾語=印度教，以建構新加坡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多元語言及多元宗教的社會(簡稱4M)。

(1) 多元種族(Multiracialism)

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主義是立基於功績主義之上，亦即無論種族，每個人均享有平等的機會，以能力拔擢，適才任用。換言之，政府不分種族，提供相等的資源及基礎建設，使每個人均享有相同的權利、義務及公平的機會。 

種族的分類，政府依據CMIO的原則，嚴格定義每一國民的族別，因此，每一位新加坡公民自小就被清楚的定義所屬族群，通常是依據父系所屬的族別而加以歸類，不容混淆、重疊或更改，其後政府會依族群不同而施予不同的母語教育，且其族別標籤會在政府各項族群配套措施中不時被引用，並不斷的被政府及環境型塑該族別應有的行為及文化模式，促進其群族認同。

在新加坡複雜的種族社會中，政府嚴格而僵化的定義，不免混淆了部份人士的族群認同，例如，中國人是以血緣關係做為族群的認定，而馬來人是以宗教來認定，因此可能因為通婚或認養，而使印度人、華人變成馬來人；而對異族通婚的下一代而言，他們自認是混血兒，但在政府的行政程序上還是依其父親的族別加以認定，同時承襲父親的母語為其母語，凡此種種，都會造成族群認同的困難。政府只有透過不斷的教育與宣導，加以型塑與強化。
(2) 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

維護並尊重多元族群的文化，始終是新加坡政府重要的政策，政府在境內設有重新規劃過的各族群住屋樣式供遊客參觀，如華人文化代表的—牛車水，印度文化代表的—小印度，馬來的文化代表的—馬來人村，同時也設有多處的博物館，對文化的保存不遺餘力。此外，政府也將各族群的重要節日列為國定假日，表示對各種族文化的尊重與一視同仁的態度。不過為了改善居民的住屋環境，政府將境內的住屋由國家統籌規劃與建設，興建組屋供人民居住，在大幅改善居住品質的同時，卻也失落了原始各族群原始生活的風貌。雖然現今各族群的分佈不似英國殖民時期那樣壁壘分明，但政府維護並尊重各族群文化發展的政策並未改變。

由於政府族群模型中只包含CMIO四大族群的相對應文化，對於混血的後裔子孫所形成的特殊文化並未予以重視，尤其是巴巴人及歐亞後裔。巴巴人早期從麻六甲及檳榔嶼移民至新加坡，外貌上看似中國人(因其祖先為早期之中國移民)，然而在實際生活因予在地馬來人通婚，在文化混合之下，已經形成一種截然不同於中國及馬來的獨特文化；而歐亞後裔亦同，他們是早期移民的歐洲人與在地亞洲婦女通婚，之後由印度及麻六甲移居至新加坡，在文化上融合了歐亞特質，他們的英文夾雜著亞洲腔，尤其是馬來語，食物也包含歐亞各種食物的混合，他們對自己的種族認同就是新加坡人，因為不像華人、印度人及馬來人，他們都另有「祖國」為其後盾，對歐亞混血的後裔而言，新加坡是唯一的故鄉。這二種混血後裔所產生的文化，可說是真正的新加坡文化，但是並未被政府特別歸類及保留，十分可惜。

不過，在政府尊重多元文化的政策下，無論是何種種族，他們雖然保有自身的文化，但在族群的互動及交流中，逐漸產生有別於祖國的特殊文化，共創出屬於新加坡人的獨特文化。
(3) 多元語言(Multilingualism)

語言是族群文化的重要遺產，因此政府尊重國內各族群語言的多元發展。新加坡的種族複雜，語言更形複雜，為降低語言的複雜性，各種族以一種語言為其「母語」之代表，例如華人的華語、馬來人的馬來語、印度人的淡米爾語，政府為表示對各族群語言之平等對待，同時將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及英語並列為官方語言，而英語則為各種族之間的主要溝通媒介，舉凡教育、商業、政府行政、銀行等，都以英語為主要傳導工具，因此在學校的教育中，係以推展雙語教育為主，要求英語為第一語言，母語為第二語言，如此一來，英語的運用可使新加坡與全球環境相連結，促其經濟發展；而母語的推展是可促使各族群的文化的保存及維謢。

然而在政府簡化族群代表為CMIO的政策下，所謂的母語，不盡然是實際的溝通語言，以華人為例，包含有福佬人、潮洲人、廣東人、客家人、海南人、上海人等，各自擁有獨色的方言，而這些林立的方言，才是更自日常交談的母語，而非政府所推展的華語。印度人亦同，他們南北的語言各自不同，完全無法溝通。淡米爾語只是約三分之二人的母語。

此外，有時被認定的種族實際上與所謂該族應屬的「母語」不符時(例如之前所述的巴巴人及歐亞後裔)，不僅迫使學生需在學校學習二種語言，同時也有實際文化認同的矛盾與困難。
(4) 多元宗教(Multireligiosity)

除了種族與語言，宗教也是部分族群認同的重要指標，政府對各種宗教抱持著平等的態度，以維護多元的宗教體系。新加坡的宗教十分複雜，包括回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印度教、猶太教及其他，而同一宗教的信仰也會因不同的族別而有不同，例如約有9%的印度人信奉回教，而他們的傳統就與馬來人的回教徒有別。即使是印度人信仰的印度教，也會因南北印度的區隔而有差異。

過去幾年在宗教信仰的結構上略有變動，例如華人信仰基督教的人數增多，可能是年輕一代認為傳統的道教不理性太迷信等，另外在異族通婚上也會改變宗教信仰，例如華人婦女與馬來人通婚，即改信回教等。
表7  新加坡族群政策的基本架構


(2) 協和政策的推展與具體作為

新加坡族群協和政策的推展係由政府強力主導, 以建立多元種族的文化為指導原則，在基於平等、容忍、公平及和諧的多元文化建構下，共同構成新加坡人的國家共識。為達成此一目標，政府部門全力動員，同時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更新目標與調整腳步。新加坡立國迄今40年，隨著經濟的繁榮及社會的進步，以及與鄰國關係的轉變，其族群協和政策推展的重要訴求也隨之有異，大致可分為下列幾個階段：

1、 1965年至1979年

1965年新加坡被迫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建國，對外，其與鄰國—以馬來人為多數—的馬來西亞及印尼緊張關係未曾稍減，對內，不僅天然資源缺乏，更得面對一個移民社會，多元同時缺乏共同的歷史背景與國家認同的複雜種族，這使得執政當局在倉惶建國之際，在尋求國內和諧與安定，發展經濟，並取得國際認同等問題上，面臨重大考驗。因此，此階段的族群政策，首重於建立多元族群社會，形成國家認同，而政府在中立、公平的前提下，提供各族群充份發展，成了新加坡發展多元族群策略的重要手段。
為建立多元族群國家的意象，並爭取國家認同，有別於之前強調建立「馬來人之馬來西亞」國家認同，新加坡在建國初期，重新調整步伐，以建立「新加坡人之新加坡」為目標。大體而言，政府在此階段處理群族議題的相關措施包括：
(1) 避免使新加坡成為第三中國

由於地緣政治的影響，建國初期的新加坡政府為消弭鄰國的疑慮，刻意不彰顯華族的身份及地位，因此在所有相關的政策制定上，並不提供華人任何優惠措施，避免華人的沙文主義抬頭，使新加坡成為第三中國。華人為構成新加坡的強勢種族，不僅人數眾多，同時在經濟上擁有非凡成就，但就東南亞地理位置而言，華人只能算是其間的相對少數，其經濟成就只是招致其他種族的仇視，因此要與鄰國維繫良好關係，勢必不能過於凸顯華族的身份。

(2) 尊重馬來人原住民的身份

新加坡初始以回歸大馬懷抱為依歸，因此在國家認同上以馬來人的馬來西亞為號召，尊崇馬來語為國語，其國歌亦以馬來文填寫，在退出馬來西亞獨立建國後，為消除國內馬來人為相對少數種族的不安，政府尊重馬來人原住民的身份的態度不變，在憲法152條明文規定，尊重馬來人為新加坡原住民的特殊地位，因此政府有保護、支持及促進其政治、教育、宗教、經濟、社會及文化利益以及馬來語的責任。
(3) 秉持多元種族文化民主指導原則

為使多元族群在平等的原則下發展，政府規定英語、華語、馬來語及淡米爾語共同為官方語言，所有的政府公告均以四種語言併陳，在公共場合(如捷運站)也以四種語言廣播發音，以示政府中立公正的立場。在內閣員額上，也考量少數民族的利益而予以適度分配；而在多元族群發展上，各族群可以自治團體的力量，各自規劃及保存其特有文化，惟強調國家利益優先於族群利益之上，各族群自治發展的前提為不可誤用於推展自身族群文化、語言及宗教的沙文主義；不可導致族群的衝突及不和諧；以及不可危及國家政治、經濟利益及國際關係。

由於建立國家的認同被列為此階段首要目標，族群的認同、其文化、語言、宗教的發展，不被鼓勵也不被壓抑，企圖以中立的方式統合各族群，以建立國家認同，卻不犧牲各族群之文化特色。

(4) 建立英語為主的社會
政府提倡以英語為各族公用的語言，具有多重的意義及不可抗拒的正當性：

其一，符合國家不偏袒各族的中立性立場，免去獨尊某一文化的危機，有利於各群族的平等發展。

其二，提供各族群公共的溝通平台，促進交流。

其三，提供吸收西方國家先進知識、科學及技術的工具，建構一個國際性的都市，有利於國家的經濟發展。

為落實此一政策，在教育上強調雙語教學，以英語為第一語言，而母語為第二語言，即使是當時的華語學校，也強迫實施雙語教學。由於英語為政府部門及就業職場上的主要用語，逐漸地使得越來越多的華人父母選擇讓子女接受英式教育，以爭取更好的就業機會。無疑地，此政策實施的非常成功，如今，新加坡已成功的建立以英語為主要溝通用語的社會。

(5) 促進族群交流，建立國家認同
一反英國植民時期各種族分區而治的狀態，政府運用各種措施增進民眾交流互動的機會，除前所述強調英語教育，提供各種族的溝通平台外，在教育制度上強調各種族混合，使各族群自小即有與其他種族人士相處了解的機會；而政府的組屋政策，規定各種族的配額措施，更大大打破種族界線的籓籬。

在國家認同的建立上，除公開在重要場合(如國慶日等)發表演說，強調國家的利益必須優先於族群及個體自身的利益，無論為何種族別，大家是生命共同體，必須攜手並進，共創新加坡的未來；在學校教育上也增加了升旗、唱國歌，宣讀公民誓言等，強化身為新加坡公民的認知；此外，也創作相關的愛國歌曲，提升身為新加坡國民的意識。

在新加坡PAP政府的強力領導下，此一時期相關政策實施的非常成功，除了建立以英語為主的社會外，群族相處和諧，經濟高度發展，並獲得國際認同，惟其全面實施英語教育，引起華族保守派的反對與抨擊，認為此舉終將使中華文化沒落，而新加坡華人也將因面對文化失根的嚴重問題。

2、 1979年至1990年

在英語教育以及經濟成長的帶動下，社會逐漸出現西方價值的負面影響，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先生深恐國人淹沒於西方的文化，而失去屬於華人特有的亞洲價值，於是開始鼓吹新加坡亞洲化，分析當時的社會情況，其所持的理由為：
(1) 以中華文化作為基石，對抗西方文化
在經濟高度發展以及英語教育廣泛推介西方科技、價值、生活方式的情形下，新加坡社會有逐漸西化的現象，尤其以華族受其影響最為深遠，為避免過度西化而產生道德的敗壞，以及造成自身文化的失落，政府期待以孔子儒家思想為基石，對抗西方文化。

(2) 消弭華語教育華族人士的不滿

長期以來，政府強力鼓吹英語化的社會，未給予社會佔多數的華人文化或教育較多的支持，而華人所設立的南洋大學—為傳承中華文化所設立的學校—在1975年被要求全面以英語教學，其後更於1980年與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為國立新加坡大學，這些措施，造成許多維護華族文化的人士深為不滿，政府推行華語運動，維護華人文化，正可消除政府與華族間的隔閡，贏得支持。

(3) 經濟因素的考量

為擴展國家的經濟發展，尤其是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強化華語及華人文化被認為是重要條件。而70年代，亞洲國家例如韓國、台灣及香港等地，經濟突飛猛進，被謂為「東亞奇蹟」，其人民信奉的「亞洲價值」--例如勤儉、勤奮、守紀律等--被認為是其成功的共同關鍵，在新加坡以經濟為主導的國家，自然深受鼓舞。

(4) 地域政治的改變

新加坡與鄰國的緊張關係，已隨著國內經濟的高度發展以及「東南亞國家協會」成立大幅舒緩，此時已無懼鄰國的威逼，更無需像建國初期刻意壓低中國人的姿態。

基於上述理由，政府從1979年開始推行華語運動，鼓吹孔子思想及一系列維護中華文化的相關措施，茲分述如下：

(1) 推行華語運動(speaking mandarin campaign)

1979發起推行華語運動，一般認為這是基於政治及經濟的考量，政治上企圖以華語取代新加坡華人社會中紛歧的方言，在經濟上，則被認為有利於未來對中國大陸進行貿易。

華人次級群族眾多，方言又為其在家中的主要用語，其中福建人為華人的多數，因此福建話又成為華族中的強勢語言。雖然在學校中授以雙語教學，在事實證明鮮少學童能同時學好英文、中文及方言，其結果是大部分學童熟諳英文及方言，造成英文或福建話成為華族各次級群族間的溝通語言，這對保存華族的語言及文化形成極大的阻礙。為扭轉此一情勢，政府大力推廣華語運動，除了大幅宣傳及辦理活動外，在教育政策上逐漸強調英語與華語並重，將中文成績列為進級的考評，而生活上也開始要求華族的公務員、計程車司機、店家等，需要通過中文口試，以確定其聽、說能力，提供華人適當的服務。
(2) 成立特別輔助計劃(special assistant plan簡稱SAP)學校

1979年政府成立特別輔助計劃學校，初期，政府選擇九所華校，由政府出資改制，將英語及華語並列為第一語言，專收學業成績優異的華族子弟，並提供最新穎的設備及最優良的教師，使其在良好的環境中學習。此學校成立的目的，除了要培養兼具精通華語及英語的優秀人才，使其能同時順應東方及西方世界外，還希望透過最好的華校，在保留其傳統特色及風格之下，提供一個有助於學習華族語及文化的絕佳環境。而這些熟諳中華文化、擁有華族社會傳統價值的頂尖人士，就成為新加坡亞洲化的基石。

(3) 推廣核心價值(core values)

1978年政府開始鼓吹孔子思想，認為日本、韓國及台灣等地的經濟成功，就是歸功於孔子的儒家思想，而勤奮、節儉、犧牲等精神則被列為值得推廣的核心價值。

其後於1982年開辦宗教課程，將各大宗教(包含孔子的儒家思想)列為學校的必修課程，目的是為讓學童透過宗教課程了解並吸取傳統價值，進而成為族群的共同規範，此外，也希望透過對不同宗教的認識及容忍，促進族群和諧。然而在實施的現況上，學童對宗教的印象及看法往往受到父母的加強，造成更大的分歧，同時意外的引發社會人士對宗教的狂熱，積極的傳教，企圖促進宗教復興，政府為擔心引發衝突及不和諧，於1990年斷然停止該項課程，並於同年頒佈「維護宗教和協法案」(Maintenance of Religious Harmony Bill)，以維謢宗教的和諧。

(4) 成立「伊斯蘭兒童教育委員會」(Majlis Pendidikan Anak-anak Islam Sinpapura 簡稱MENDAKI)
馬來人在新加坡社會呈現經濟弱勢，需要給予特別的扶助，新加坡政府警覺當各族群的經濟利無法共享或被保障時，特別是馬來人不滿意其政經地位時，很可能引發宗教的極端主義，國家會面臨崩解的危險，因此政府透過二個步驟：第一，接受馬來人為文化衰弱的原住民族，藉此說明並說服正視內部文化特質為形成社會經濟弱勢的主因，第二，鼓吹他們採用亞洲價質重新型塑族內的文化價值,形成國家認同，並於1981年鼓勵馬來人社區成立「伊斯蘭兒童教育委員會」(Majlis Pendidikan Anak-anak Islam Sinpapura 簡稱MENDAKI) (Council for the Education of Muslim Children)，由社區及政府共同出資，以促進伊斯蘭 (馬來)兒童教育成就為目標，並藉以帶動該族群的就業機會，提升其社經地位及生活水準。
在政府強力推行華語運動之後，華族社會中說華語的比例提高，1987年能說華語的比例為87%，相較於1981年的70%提升了17個百分點(Lai)。然而華語運動也加深了種族的分離現象，因為年輕的華人聚集在一起習慣使用華語，遂使其他族別難以加入。尤其，對少數族群而言，政府大力推展華人文化，使其感到不平及不安，深恐政府不再信守多元族群平等發展的承諾，而使新加坡成為華族獨大的社會。

3、 1990年至1999年

1990年吳作棟接任新加坡總理，新人新政，在目標上，承襲前一階段，持續關注文化遺產的深耕，深化亞洲化的新加坡；在做法上，政府展現較為親民的形象，認為在處理族群議題上，人民已經夠成熟，因此以較開放的態度提供人民討論的空間，並對人民的聲音予以較高的關注與回應。整體而言，其重要措施如下：
(1) 定義分享價值，建立國家認同
政府在1991年發表白皮書，清楚定義分享價值(shared values)，的意義，並將其視為全體新加坡人應共同發展的價值（Shared Values,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White Paper, 6. 1. 1991. p.3.）：

甲、國家優於各種族的社群與社會。
乙、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
丙、尊重個人，社群也支持個人。
丁、以協商的同意（consensus）取代爭論（contention）。
戊、種族與宗教和睦。
由於持續倡導華語運動及儒家思想的作法，在少數族群中引起反彈與不滿，為安撫其不安與疑懼，政府將核心價值(core values)更改為分享價值(shared values)，強調儒家思想是屬於華族的重要文化，華人應將之視為文化的重要基礎，而各族群依據自己的文化特色，發展有助於國家進步發展的分享價值，並再次確認政府發展多元族群的基本信念並無改變，以免於群族分裂與猜疑，重建國家認同。

(2) 發展社區自助組織，解決貧富差距

在國家經濟快速成長以及以功績主義為法則的發展下，社會出現貧富不均的現象，包含種族間及華族內的貧富差距。之前政府關注的目標僅止於馬來人，其教育及經濟發展居各族之末，被視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阻礙，因此率先於1981年成立「伊斯蘭兒童教育委員會」，以改善教育水準，並於1989年擴展其角色及功能，除了教育議題外，也處理其社群的經濟、社會及文化等相關問題。該委員會自成立後，實施情況良好，比較1980年及1990年的經濟收入，平均月收入從388元提升到1049元，而月收入1500以上者，也從1980年的0.8百分比提升到1990年的15.8個百分比，顯見有長足的進步(詳見表)。這個成功經驗，促使政府更有信心縮小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而社區的自助組織也被推廣到其他群族，透過社區自助的力量，協助教育水準較為落後的族人，提升教育水準及工作技能，增加競爭力。

表8  馬來族1980及1990經濟收入比較表(百分比)

	月收入
	總計
	華族
	馬來族
	印度族
	其他

	1980年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500元以下
	63.4
	60.2
	81.7
	68.7
	31.9

	500-999
	24.2
	26.6
	15.7
	20.2
	12.7

	1000-1499
	5.9
	6.7
	1.8
	4.8
	7.4

	1500-1999
	2.5
	2.9
	0.5
	2.1
	5.8

	2000-2999
	2.0
	2.1
	0.2
	2.3
	9.9

	3000以上(含)
	2.0
	1.5
	0.1
	1.9
	32.3

	平均月收入
	598
	595
	388
	568
	2307

	1990年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500元以下
	11.0
	6.9
	9.4
	17.6
	57.4

	500-999
	37.1
	36.8
	47.8
	38.9
	16.1

	1000-1499
	23.4
	24.5
	27.0
	21.7
	4.5

	1500-1999
	11.3
	12.4
	9.4
	9.5
	3.0

	2000-2999
	8.9
	10.2
	4.6
	6.8
	4.4

	3000以上(含)
	8.3
	9.2
	1.8
	5.5
	14.6

	平均月收入
	1414
	1497
	1049
	1195
	1408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1991年成立「新加坡印度人發展協會」(Singapore India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早在「伊斯蘭兒童教育委員會」成立後，印度社區也認為有必要設立類似機構以扶助社區內需要幫助的人，然而在當時PAP政府的政策，除了馬來原住民族外，對於其他社群的事務並不想多加涉入，因此對印度社群的要求並未予以回應。而在吳作棟總理年代，肯定社區自助組織的功能，認為透過強化教育及技能，提升落後者的社經地位，同時也可透過社區的力量協助解決落後者的相關問題，於是在政府的協助下，成立「新加坡印度人發展協會」。

1992年成立「華人發展扶助委員會」(Chines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uncil)。華人的社經地位普遍高於其他各族群，也被認為是推動新加坡經濟的主要力量，然而華人社會中原來就存在著華語教育與英語教育的分野，政府推動英語為主要溝通媒介，致使受華語教育的華人，在不諳英語的狀況下，難以與他人競爭，形成弱勢的一群，也導致了華族內嚴重的貧富差距，而之前政府對馬來族的關注與扶助，而忽視華人的內部問題，也引起極大的不滿。

然而隨著政府推行英語教育，純受華語教育的人逐漸式微，同時在與大陸經貿密切往來之後，也開啟了華語人士的大好商機，因此對於華族所呈現的問題，並不十分擔心，但基於公平原則，還是成立「華人發展扶助委員會」，以社群的力量，協助解決社區內的事務。
「歐亞人協會」(Eurasian Association) 早在1919年就已經成立，不過功能不彰，在1989年時，重新使其活絡運作，以協助其社群內較為落後者的教育，及提升其社經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自助組織，其董事會是由相關族群的政府成員組成，一方面可以透過政府的力量給予協助與指導，另一方面也形成強力的干預作用，協助政府推展相關政策並處理相關的族群議題。

在政府鼓吹多元族群發展的目標下，經過三十餘年的發展，各族群間尚稱和諧，但由於各自的文化特色使然，各族群的發展仍有顯著的差異，在政府強調功績主義，自由競爭的情形下，馬來社群形成了社會的弱勢族群，雖然憲法上承認馬來人原住民的地位，然而象徵的意義大於實質的幫助，除了成立「伊斯蘭兒童教育委員會」外，政府並外給予實質的協助，相較於馬來西亞對原住民的措施與保護，馬來社群與華族社群間社經地位的差距，的確引發族群的緊張。
4、 2000年迄今

到了90年代未期，政府在族群的議題上，特別關注於宗教復興及宗教極端主義的發展。

(1)力阻極端主義份子的激進活動

回教團體的極端激進主義在90年代逐漸抬頭，強調以宗教手段解決各項政治與社會問題，並在全球展開各項恐怖攻擊行動。從2001年賓拉登對美國發動的911攻擊事件起，東南亞的「回教祈禱團」(Jemaah Islamiah簡稱JI)也陸續發動炸彈攻擊事件，包括2002年於印尼峇里島夜總會、2003廿年印尼雅加達萬豪酒店以及澳洲駐印尼領事館，造成多人喪生，而今(2005)年10月印尼峇里島再度發生恐怖爆炸案，亦被懷疑是JI的傑作，引發東南亞地區的惶惶不安。

新加坡政府在2001年依據「國家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 逮捕13名危險份子，發現其中8名曾在阿富汗接受蓋達組織訓練，其後依據審訊的資訊，另於2002年8月逮捕21名相關人員，經證據顯示，這些人員均予回教祈禱團的激進份子有所關連，其範圍遍及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同時這些人也被指控，意圖破壞境內設施，包括樟宜機場、和美仁山雷達站、從柔佛輸送原水到新加坡的大水管、國防部大廈、以及在新加坡的西方國家大使館與美國海軍設施等，使得政府對回教徒對宗教的高度認同予以特別關注。

(2)提出重疊圈的多元族群概念

為強化團結與國家認同，政府再次強調維繫多元族群的政策始終未曾改變，並首次提出新加坡的多元族群為一重疊圈(Overlapping circles)的觀念，亦即每個圓都好比一個社群，在四個圓彼此交疊下，尋求最大的交集。在共同交集的部分，代表四個社群的共通性及共同利益，即不分種族，共同工作、玩耍，而其共通語言則為英文；在交集外的部分，是各社群獨立發展的空間，在這些場域，母語為交談的溝通工具，並保有其特有的風俗習慣及文化，國家在如此的建構下，各族群得以和諧協發展，共存共榮。

政府鼓勵各族群互動，期許未來逐漸擴大交集區域，但不尋求整合成一個圓，各社群仍應保留自身獨特的文化風格。雖然各社群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及習慣，但是要謹守維繫新加坡人為一體的共同的價值及利益，例如容忍、尊重彼此的差異、國家的利益等。因此在政府眼中，任何行為或言論，只要造成減低交集效果或是增加分離的部分，都不被接受，宗教的極端主義即為明顯的例子。

(3)新人新政

2004年李光耀之子李顯龍接任新加坡第三任總理，持續負起帶領新加坡向前進步的重責大任，其父親仍榮任資深顧問，提供諮詢與建議。

4、 族群協和政策的成果與檢討

在政府有心的形塑與維護之下，新加坡多元族群關係呈現和諧的發展，並成為舉世範例，茲就國家認同、族群認同及族群互動檢視其成果，並探討其面臨的族群危機。

(1) 國家認同

若說新加坡的國家認同是在執政黨PAP的強力帶領下建構而成的，一點也不為過。新加坡政府是早在新加坡建國之前就已經存在了，惟當時的國家認同是以馬來西亞為標的，因此種種配套措施均以心向馬來為主，包括馬來語為國語，國歌以馬來語發音，甚至早期實施的雙語教育也是以馬來語為第一語言，其他官方語為第二語言，建國後，情勢完全改觀，華人成為境內的多數，馬來人只是少數族群的多數，獨尊馬來人的地位勢必造成華族的反彈，但馬來人仍是該地域中的多數，這使得情形變得複雜化，稍一不慎，國家可能面臨崩解的危險，因此政府採取全面干預的做法，以多元文化建構新加坡人的新加坡，包括華族、馬來族、印度人及其他四大種族，可以保有自己的文化、語言及宗教，在經濟上採取功績主義，強調效率及優質，在政治上則採取新加坡式的民主，強調政策是基於同意而非衝突。

四十年來，新加坡在PAP政府的帶領下，經濟發展快速，國內生活水準提高，已經成為新加坡人共同的驕傲，各種族分享這經濟成果的大餅，誰也不願輕易破壞，這也使得政府有信心，國內人民已經有成熟的態度面對族群議題，在第二代領導人接棒後，政府以較開放的作法傾聽人民的需要，並透過社區自助的方式，解決各族群所面對的問題，撫平不滿的情緒。雖然境內的人口緣起於大國的移民者，無論就華人、馬來人、印度人，相較於中國、馬來西亞及印度較為落後的經濟及生活品質，新加坡是安居樂業的好地方，而經濟因素正是他們當初移民的目的，隨著第二代及第三代的相繼出世，對於所謂「祖國」的認同逐漸泯滅，代之而起的是對新加坡的國家認同。

華人社會是新加坡各族群中對祖國向心力較強的族群，同時也是社會中的大多數，然而依據學者(Chiew Seen Kong)於1969年的對華族人士的調查發現，高達82%的華人自認為是新加坡(華)人而非中國人，同時也有高達81%的華族願意為新加坡抵抗外侮，不惜犧牲性命。而在1989年的族群和國家認同及相關議題之調查(Chiew and Tan,1990)中也發現，有81%的華人自認為是新加坡人，顯見華族對新加坡有相當高的國家認同。

然而新加坡人民共有的歷史畢竟太短，在這擁有高度歧異性的多元種族社會中，很容易因為族群的意識過度高漲，形成沙文主義，危及國家的安全，從執政黨帶領人民一路走來的歷史過程中，可以看出政府小心翼翼的處理每一個時期的族群議題，並以強力介入的方式，主導著人民建立對新加坡的國家認同；然而政府的每一項措施與作為，也都受到人民的檢視，是否有違多元族群民主文化的原則，因而危及自身族群的發展與地位。整體而言，在基礎尚未隱固之際，這個複雜的多元種族社會，以及在高度敏感的地域政治影響下，國民的國家認同仍面臨著危機與考驗。

(2) 族群認同

多元種族是建構新加坡國家認同的基礎，政府認為族群認同和國家認同是不相衝突的二個概念，只要族群認同不威脅或阻礙國家認同，二者可以同時存在，因此積極促進族群認同，新加坡國民的身份證上都有族別的登記，每一個國民皆清楚知道自身所屬的族群，在學校也透過母語教學及相關課程強化族群認同，而這個族群標記也自然成為人際互動中，評斷對方的第一印象，在諸多學者的調查結果亦顯示，國民會以CMIO(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及其他)的方式來界定自己的身份，顯示新加坡人對族群有一定的認同。

然而，依據政府的多元族群的基本架構，即把社會分成四大族群，每一族群有相對應的文化、語言及宗教，例如，華族=中華文化=華語=華人宗教；馬來族=馬來文化=馬來語=回教；印度族=印度文化=淡米爾語=印度教，這種簡化式的分類，落實在實際的生活中，仍存在許多問題與爭議。以華族而言，華人社會依移民時間的長短又分為「海峽華人」(Straits Chinese)及新近的移民者，前者移入較久，大部份受英語教育，有較高的生活水平；而新進移入者，受的是中國教育，但教育及經濟水準偏低。於是，當政府大力推廣華語運動，提倡華人文化時，對這些受英語教育的家庭而言，英語才是生活的主要溝通語言，華語是純然陌生的語言，尤其對部分生活已融入馬來文化的巴巴人而言，華人語言及文化與實際生活完全脫節，加上學習華語的挫折與困難，抱怨連連，造成族群認同的阻礙。即便對新近移民的華人子弟而言，華語也是陌生的，因為其真正的母語是在家中慣用的方言。不過隨著新加坡與中國貿易關係的日漸密切，華人可以體認華語的推行，有助於國家經濟的發展以及個人未來前景的開拓，而以華人文化作為基石也是有其必要，慢慢地，有逐漸接受的趨勢。

對印度人亦同。印度人最常被區分的方式為較白的北印度人及較黑的南印度人，以及回教及印度教不同信仰之印度人。雖然淡米爾為印度之代表語言，但就印度次級種族的少數族群而言，他們會以正確的族群名稱來認定，或者以印度人自稱而非淡米爾人。身份最為尷尬的莫過於混血的歐亞人，他們自覺被邊緣化，無論是他們對社會的貢獻、他們的文化都未被重視，正如同他們被歸類為其他類族群一樣(Lai)。

顯而易見，在政府強力的主導與帶領下，新加坡人對自己所屬的族群有一定的認知與認同，然而在達到政府所規劃的多元族群基本模型，仍有一段路要走，畢竟新加坡群族太過複雜，需要較長的時間加以調整與改變，但是對於政府承諾多元族群並存發展的政策，仍被認為是最適切的做法。

(3) 族群互動

新加坡多元族群的發展，並非文化融爐，而是朝著重疊圈的概念在演進，各族群保有各自的獨特文化，同時各族群也擁有共同共享的領域。為了增加族群的互動與提升社會的凝聚力，政府亦透過相關政策，促進各族群的互動與融合，例如學校的教育，在政府所設立的公立學校中，強調多元族群的混合學習，招收各種族的學生，並打散在各個班級中，藉此公開場域讓族群有機會認識及了解，並學習如何相處。

另外政府的組屋政策，有效的打破原來各族群分區而居的狀態，形成各族群混居的新型社區，自1989年，政府更明文規定採取種族比例分配原則，規定華族每一社區不得超過84%，每一棟公寓不得超過87%；馬來族每一社區不得超過22%，每一棟公寓不得超過25%；印度族及其他族每一社區不得超過10%，每一棟公寓不得超過13%；更徹底落實社區混居的政策。

不過，新加坡族群間的互動未如想像中熱絡與頻繁，無論在學校、工作場合、教堂、餐廳、運動俱樂部或社區的組屋裏，可以明顯觀察到，大部份人還是傾向與同族群的朋友為伍，尤其在政府推行華語運動以後，佔新加坡多數人口的華人，聚集時都傾向以華語溝通，無形中阻斷了其他族群的加入。另外，族群間也普遍存在刻板印象，例如中國人是勤奮的、進取的、唯物論者、迷信的、喜歡說髒話等，對馬來人的印象則是過於敏感的、對宗教十分狂熱的、溫暖的、友善的、保守的，對印度人的印象則為保守的、狡滑的、喋喋不休的，而對歐亞人的印象則是無憂無慮的、逍遙自在的，這些刻板印象會成為族群互動的基礎。其實，各族群間本來就存在許多差異，無論宗教信仰，飲食習慣，風俗民情等皆然，在族群混居的環境裏，很容易產生一些衝突，例如中國人習慣吃豬肉，在年節烤肉歡慶時難免以豬肉為食材，這對共用組屋廊道卻又不吃豬肉的回教徒來說，十分痛苦；又例如中國人在農曆年時會以舞龍舞獅來慶祝，鑼鼓喧天，也對其他種族形成噪音困擾，顯見族群的融洽相處不是把人民在放置在一處，就能自然形成，還需要更多的容忍與學習。

然而不可諱言，多元文化的融合是需要歲月的累積與蘊釀，並非一蹴而就，新加坡政府已經為社會建構了多元族群的發展框架，隨著時間的消長，在這些異質文化中逐漸演化成為屬於新加坡獨特的文化特質。

(4) 潛藏的族群危機

自新加坡建國立來，種族相處和協，並未爆發種族衝突的流血事件，這當然要歸功於政府的強力主導，禁止任何有害族群和諧的言論或行為，而於1963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ISA(Internal Security Act)，規定叛亂份子可不經由審判程序而逕捕入獄，更給予政府無限的公權力，避免有心人危害國家安全。

然而，表面和諧的族群關係，並不代表族群之間並不存在任何危機，例如之前討論過的華語運動，成立特別輔助計劃學校等，在少數族群中引起相當的不滿，雖然政府極力澄清該項措施是為了挽救華族逐漸衰敗的文化，而類似的文化危機在其他族群中並不明顯，但是就少數族群而言，仍認為政府的措施有欠公允，並未堅守平等原則，尤其對具有原住民身份，又居經濟弱勢的馬來人而言，更是感受深刻。

馬來社群一直是新加坡政府關注的焦點，從1965年獨立建國起，新加坡的馬來人一直是引起地域政治極為敏感的少數民族，其在經濟、教育等領域的低成就，經常成為其他族群的歧視，造成族群的緊張，而其後陸續發生的一些事件，再再證明馬來社群的特殊性與不穩定性，成為一個潛藏的危機。

1、以色列總理應邀訪問

1986年以色列總理應邀至新加坡訪問，因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回教國家的侵略與不友善，引發新加坡回教徒對政府此舉的批評與抗議，而馬來人的抗議行為，因而被解讀為對宗教的熱誠超越對新加坡國家的忠誠，於是新加坡政府以此為由，在兵役上不再付予馬來人重要的職務，而後，於1988年的大選結果顯示，證實PAP流失許多馬來人的票源，也加深了執政黨與馬來人間的緊張關係。
2、1999年馬來人古蹟事件
從1980年起，政府開始尋求建立華族、馬來人及印度人的文化古蹟，藉以反應各族群在國家發展歷史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呈現國家多元種族的面貌。在馬來社群方面，經過多方面評估，選定「伊斯坦那 坎旁 格蘭」(Istana kampong Gelam)為馬來人的古蹟地，因為該地建築保留了帕拉底奧建築的特有風格，同時具有皇族的象徵及新加坡最早設立的清真寺，與早期馬來社群在新加坡的發展具有密切關係。

當地的居民對於遷村並沒有太多意見，然而卻引發馬來西亞媒體及政府的關切與批評，為避免引起該地馬來人的情緒反彈，政府特別出面加以澄清，同時也嚴正聲明馬來西亞媒體的過度干預，引發族群的不和諧，將有害兩國的雙邊關係。
3、2002年頭紗事件
此事件起源於四名伊斯蘭教的馬來人在登記入小學時，其父母要求戴頭紗就讀，依據伊斯蘭教的規定，女子應戴頭紗，保持儀容整齊，然而這不符合教育部的規定，學校無法破例，然而家長也沒有妥協之意，其中三名小學生堅持戴頭紗上學，最後被學校停學處份，而另一名小學生則選擇自動退學。校方的強硬態度引起家長不滿，在回教團體的協助下，甚至揚言採取法律行動，此案不僅在社會上引起喧然大波，同時再度引發馬來西亞的關切與干與，嚴重造成族群及國際的不安。
4、2001及2002年逮捕回教祈禱團的恐怖份子

在美國雙子星大廈遭到恐怖攻擊後，美國於1991對依拉克展開武力攻擊行動，依據新加坡星期日報(The Sunday Times)的問卷調查顯示，有六成的馬來人反對美國攻擊依拉克，這相對於一般新加坡人民的三成，明顯高出許多，這事件不免也被解讀為對回教的熱誠所致。到了2001年及2002年所逮捕的回教祈禱團恐怖份子，企圖以破壞新加坡的相關建設以挑起與鄰國的不安，雖然並未真正採取行動，不過引起政府高度重視，而馬來人成了注目的焦點。
就歷史的淵源與地理位置而言，新加坡的馬來人永遠會是該地域的注目焦點，尤其是馬來西亞，對於新加坡境內有關馬來人的事件，總是關切有加。這是政府在處理馬來人議題時無法豁免的宿命，然而政府對於族群利益與發展不得踰越國家安全的前題，立場十分明確且堅定。有鑑於建國前的種族衝突造成的流血事件，政府對族群問題十分敏感，任何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團結與和諧的作為皆不被允許，從政府使用公權力逮捕JI恐怖份子的行動可茲證明，此外，政府也不會屈服於壓力下，而迎合某些種族的特殊需要，例如要求戴頭紗上學事件，即使在馬來西亞的高度關切下，政府還是堅持不退讓，因為私人宗教的信仰而要求與眾不同，將會嚴重影響公共場域各族群的互動以及破壞社會的凝聚力，對於這些較敏感的話題，政府會採取動員各族群的領袖的方式對個別社群進行遊說，強力介入，以維護社會的安定。再次確認政府對多元族群的基本信念，私人的信仰，不能超越國家的利益。

5、 結語：心得與建議

新加坡自獨立建國以來，國內並未發生任何種族流血衝突事件，不僅族群和諧，同時帶動社會經濟的繁榮景象，這要歸功於政府有效的族群政策，在公平的立基下保障各族群的生存與發展，當然，其特殊的地緣政治，也是致使星國政府處理族群問題格外戒慎恐懼的的重要原因，究其特色，可歸納為下列幾項：

(1) 公平原則

新加坡政府承諾各族群得以在平等的基礎下尋求發展，是其種族政策得以和諧發展的重要因素。不似許多國家，以國內的多數種族形成強勢種族，企圖統治或同化其他少數族群，華人是新加坡的強勢種族，但政府並未給予任何特權，相反地，在建國初期，極力壓制華人的氣燄，避免華人沙文主義的再現。而對於馬來人，政府雖尊重其原住民的地位，但在族群平等發展的原則下，國家並未給賦予馬來人任何實質的優惠，即便馬來人的發展較其他種族更為落後，政府仍堅持採取社區自助的方式尋求問題的解決及素質的提升。不可否認，新加坡的特殊歷史背景以及地緣政治造就其特殊的族群處理模式，但結果證明其策略相當成功，相較於馬來西亞即力保護馬來人的做法，新加坡的少數種族有更多的尊嚴及生存發展空間。

(2) 政府強力主導

新加坡建國前，因為種族衝突而發生了嚴重的流血衝突事件，引發社會極大的不安，因此在獨立建國後，政府為求國家發展，安定社會是首要工作，而群族的和諧就是社會安定首要面對的課題。由於關係國家的生存發展，執政黨以戒慎恐懼的心情在處理族群議題，清楚規劃各族群的範疇，尊推英語、華語、馬來語及淡米爾語並列為官方語言，給予各族群平等發展的地位，更佐以教育政策、組屋政策及媒體宣傳，強化族群的相互欣賞及容忍，共創和諧共榮的社會。

(3) 國家認同及族群認同並存

在新加坡政府的操作中，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是可以共存而不相衝突的。每個公民都可以清楚區辨自己的族群類別，但這並不影響每個國民對新加坡這個國家的認同，無論早期是來自中國、印度或馬來西亞的移民者，都十分肯定地對外表示自己為新加坡人的身份。尤其在建國四十年後，新加坡這個彈丸之地，沒有任何天然資源，憑藉全民的共同努力，擁有東南亞最高的經濟成長，成為極為繁華的都市國家，更強化了國內各種族對新加坡的國家認同。

(4) 隨著時代調整族群策略

檢視新加坡建國四十年的發展歷程，其族群政策也因應著時代的改變不斷的予以調整，最明顯的莫過對於華文的推展政策。建國初期，為避免成為第三中國，以及華人沙文主義的壯大，政府並不重視華文教育，受華語教育畢業的大學生因為不諳英語，在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即便引發受華文教育人士的不滿，政府仍堅持英語為市場的通用語言，並以漸進的方式，用英語教育取代華語教育，終於在1975年規定全國各學校一律以英語為教學媒介。其後南洋大學，這所專為培育華文人才的大學，在1980年與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為許多華人心中的痛。

不過隨著大陸市場的開放，新加坡執政者了解大陸市場的潛力，開始於1979年推行華人說華語運動，雖說是為了拯救式微的華人文化，但多數人仍認同此舉係為經濟考量，於是推行一系列華文教育的相關措施與活動，一反過去對華文教育漠視的態度。

不難了解，新加坡的族群和諧景象是政府大力型塑所致，在政府極力介入的同時，族群的發展亦有其限制，分述如下：

(1) 次級族群文化缺乏發展空間

新加坡的族群太過複雜，在各大族群下又可細分為許多亞系族群，然而基於管理與實際操作需求，該國政府只將族群粗分為四大種族，這意謂著亞系的族群沒有發展其個別文化的空間。以華族為例，新加坡華人又包含福建人、潮洲人、廣東人、客家人、海南人、上海人等亞系族群，這些族群各自擁有慣常使用的方言，但是在政府的族群策略中，華人語言太過分歧，更重要的是在大陸市場開放的經濟誘因下，華語才是具有優勢的語言，因此全力鼓吹說華語運動。於是，在華語日漸風行之際，代表各次級族群的語言文化也正急速泯滅中。

(2) 在國家安定的前題下發展族群文化

新加坡明白表示國家利益優先於個人及族群利益，任何引發國家不安的言行都被嚴格禁止，包括任何個人或團體企圖以族群議題挑起族群衝突，一旦被發現，政府可不經審判而將其逮補定罪。不難了解，當個人信仰或族群發展與國家利益相左時，個人信仰及族群發展必須被犧牲。所以當伊斯蘭教徒要求帶頭巾上學時，由於這種忠於信仰而堅持的行為，因其特殊化可能引發爭議，進而帶動社會不安，因此要求被政府拒絕是可以理解的，即便是族群發展中重要的習慣與風俗，在面對與國家利益衝突的情形下，也難倖免被捨棄的命運。

(3) 有限的民主社會

新加坡為了在有限的資源中求生存，執政黨PAP明白的表示西方的民主，過度強調個人的色彩，並不適合新加坡的社會。因此除了選舉制度外，在新加坡，無論是媒體的報導、或是人民的言論自由，都受到極大的囿限，媒體充其量只是政府宣導政策的工具，沒有批評政策的空間與自由；而人民的言論範疇，也在不得危害社會安定的大前題大倍受限制，舉凡有關種族等容議引發紛爭的言論都被視為社會毒瘤，必需被限制與摘除，這是因為新加坡政府認定國家沒有內耗的本錢，唯有在社會安定的前提下，國家才有進步的空間。

攘外必先安內，台灣一如新加坡人民，這個礦產資源不豐的小島，要追求國際的生存空間，人民將是最大的資產，而維繫一個安定的社會，追求卓越的經濟成就，才能引發國際的尊重與注目。族群和諧是社會安定的重要基石，惟族群議題是脆弱而敏感的，需要長期的經營與小心的維護，在新加坡成功的族群政策中，筆者歸納出處理族群議題的幾個重要原則，做為我族群政策之參考。

(1) 尊重多元文化的發展

無論是社會的多數民族或少數民族，都應該給予公平發展的機會。新加坡這種族群複雜的國家，為建立族群的自尊與自信，強調以族群平等發展為基礎。反觀我國，過去，國民政府推行說國語運動，讓少數族群的母語漸漸流失，嚴重阻礙了族群平等發展文化的空間，數十年下來，幾乎造成文化的斷層，如今回頭重新發展，則需要更多的時間與精力，更重要的是，在發展過程中，族群未被充份尊重的次級感，對族群的發展及族群的和諧造成傷害。

(2) 培養族群的容忍與欣賞, 避免族群的優越心態

隨著外籍新娘人數的增多，國內的族群也日趨多樣化，如何學習對其他族群的欣賞與容忍，逐漸變為重要的課題。在新加坡的教育中，十分強調族群的認識課程，反觀國內，在這方面的努力稍嫌薄弱，許多人對原住民族及客家人仍存有刻板印象，對於外籍新娘的接受度更是有限，這是未來應加強的部分。

(3) 建立國家認同

新加坡，在獨立建國之初，首重建立國家認同，無論來自那個國度的移民者，只要願意為土地奉獻打拼，就是新加坡人，同時為維護族群和諧，族群議題是禁止被操作的話題，直至目前，族群議題仍被視為禁忌，因為執政者了解國家沒有分裂的本錢。反觀台灣，過去，國民政府遷台，挾持優越的政治資源，普遍壓抑當時台灣土生土長人士的發展空間，於是形成本省與外省的仇隙，至今，仇恨與屈辱仍未化解，而對於「台灣人」的界定，更在選舉的時候形成話題，造成更大的分歧與撕裂，形成國家進步與發展的絆腳石。如何拋棄成見，凝聚共識，建立國家認同，共同為這塊土地奮鬥，是未來極需努力的目標。

族群問題已是二十一世紀世界大部分國家所共同面對的問題，尤其在全球化帶來跨國界的經貿流通，使得跨國移民的國家認同，在不同國家中形成族群緊張，2005年10月27日法國引發的青少年暴動事件，持續數周之久，數百量汽車被焚毀，造成社會不安，而問題的徵結就在於族群問題未能妥善被處理。我國則因台海的特殊關係形成緊張的對峙，在對抗中共的武力威嚇及國際外交的阻撓下，更應妥善處理國內的族群問題，建立國家認同，尋求更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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